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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释放与时空艺术：
从电影符号学视角走进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电影

○邹逸君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主旋律电影经历了破冰与转型，传统的泛情化宏大叙事已经无

法满足信息时代观众的观影习惯和情感诉求，影片创作者的叙事手法也因此由高架的英

雄主义走向微观的个人视角，重在展现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形成由点及面、以家寓国的发

散性拍摄风格。本文以电影符号学相关理论为研究方法，从影片的视觉符号和时空性结

构出发，对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中的意义再生机制进行了探究，尝试为我国电影评论提供

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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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旋律电影一词，最早由广电部电影局在

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1989 年上映的

《开国大典》，则一跃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

作品。由于主旋律电影旨在传播一定的主流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赋予教化意义，

其主题也多为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中国主旋

律电影发展至今，在创作模式和叙事结构等方

面经历了多次转变。自《开国大典》首映后，我

国主旋律电影的拍摄呈井喷状态，空前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

市场涌现出将近四百五十部主旋律电影，该时

期的作品多关注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力图弘

扬革命精神。20世纪 90年代初，随着好莱坞电

影涌入中国市场，观众们的观影需求也变得多元，

此时主旋律电影的拍摄摒弃了原本平淡的叙

事手法和单一的人物形象，开始立足于市场的

需求，融入商业元素，如《黄河绝恋》和《我的

1919》等。进入 21世纪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

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在创意、阵容、还是营销

方面，都做到了紧密贴合观众审美、积极建构

国家形象。与此同时，电影的表现形式也在不

断突破，向多线索、多故事串行的模式发展。在

题材的选择上，影片的故事叙述不再拘泥于宏

大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真实、接地气成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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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对此系

列影片的评介也与日俱增，在知网以“主旋律

电影”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出现 2243 条结

果，这些研究成果多从主旋律电影的建构策

略、价值传播等方面展开，试图挖掘影片中的

艺术内涵，梳理其核心主题。然而，这些评论均

是从各自的视角，努力加以概括，却很难达成

共识。

其实，任何文艺批评只是给人们提供了考

察文艺作品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正是以此出

发，我们可以无限接近真实，而又无法到达真

实。长久以来，文艺批评往往基于该作品反映

了什么社会现象，揭露了什么主要矛盾，由此

给文艺作品以定性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虽然

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及认知作品的背景时代、相

关史实及艺术形式特色等，却忽略了作品本身

的多元可阐释性，[1]尤其是经典文艺作品的“说

不尽”，从而也使得艺术作品丧失了自身的意义

再生魅力。那么，对于优秀电影的评论究竟应

该是确定意义，还是释放意义？这让我们想起

苏联电影符号学家洛特曼的一句话：“电影文

本是一个面向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

统。”[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们能够运用

电影符号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主旋

律电影的多元化叙事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揭示

电影文本中的意义再生，从而发掘其可阐释

空间。

电影被称为“第七艺术”，电影符号学的诞

生以 1964年克里斯蒂安·麦茨在法国《通讯》

期刊发表的《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文为标

志。近 60年来，电影符号学在电影理论、符号

学、叙述学、传播学等交叉领域蓬勃发展，为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

使得电影研究真正进入了理论时代。而国内对

于电影符号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运用电

影符号学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来分析电影艺

术文本的成果并不多，因此需要对其增加关注

度。其实，对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进行电影符号

学的解读是非常契合的，可以帮助加深观众对

影片的理解。在电影语言中，每个符号都携带

意义，这些符号不仅体现为导演对人生的思考

及领悟，在影视作品完成、被搬上大银幕时，电

影的解读权也就被移交到了观众手中。近年来

所上映的一系列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能在短时

间内获得众多关注，除了带给人们的情感共鸣

外，影片中对各种符号的应用也值得解析，本

文将以 2019年和 2021 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两

部主旋律电影代表作《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

父辈》为例，剖析新时代我国主旋律电影独特

的艺术表现手法，挖掘其意义再生的魅力。

二、思想与艺术的对话：电影文本中的视

觉符号

“思想性”和“艺术性”常常被作为衡量文

艺作品的两个维度，在有些影片中，过于直白

的思想表现会丧失其自身的艺术价值，而过于

复杂的艺术表达方式，又往往会给观众造成审

美障碍，使电影晦涩难懂，反而难以实现其“艺

术性”的审美效果。这类弊端体现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主旋律电影中，表现为创作模式刻板，

同质化问题严重，同时又缺少商业电影的吸睛

要素，导致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对主旋律电

影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因此 20世纪 90年代

后期，中国的电影市场进入了生产创作与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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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谷期。其实，经典的影视作品，不在于具体

展现了某一种思想或艺术，而是通过时空维度

上视觉符号的模糊化处理，让各种思想与艺术

交锋，形成意义再生机制，从而有无限的可阐

释性。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我国的主旋律电影

创作积极转型，在迎合社会主流意识的前提下，

无论是影片的拍摄手法，还是故事表达，均做

到了艺术与技术的互融，使得新时代中国主旋

律电影逐步完成了向内发散电影文本，向外提

升媒介环境，再到精准定位电影受众群体的全

方位提升。

（一）人物影像的展现

人物影像是构成电影文本最重要的影像

符号之一，指的是电影中对真人的影像呈现。

以 2021年国庆档系列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

父辈》为例，在该影片中，人物影像作为艺术符

号，是如何携带指涉意义、达成创作者意图，从

而形成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的呢？影片第二

部分，《诗》篇的开头，就对我国的科研工作者

做了正面呈现和细节刻画，这是对于人物影像

符号呈现的一种常见方式。《诗》讲述的是我国

火箭固体燃料的研制往事，一对固体燃料专家

夫妇，带着一双儿女，长年累月在戈壁荒漠中

的基地进行爆破试验。而这对夫妇所谓的“儿

子”，其实是他们牺牲同事的孩子。未曾想到，

悲剧再次发生，男科学家也在一次试验中不幸

遇难。在“儿子”的成长心路中，观众们可以看

到中国科研工作者们对祖国事业的坚守并未

因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沦落，反而得到升华，迸

发出令人震撼的情感力量。画面转向“父亲”坐

在桌前给“儿子”写诗的场景，这位科研工作

者，既是充满理想、思想境界高尚、甘愿为国奉

献的英雄人物，又是一名再平凡不过的普通

人，是集人性、爱情和父爱于一身的父亲，同时

他也是一位热爱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诗人。在

“父亲”这一影像中，崇高与平凡、坚韧与脆弱、

奉献与亏欠、真实与诗意、热爱与冷酷等各种

因素融合在人物身上，与后面人物的死亡形成

了巨大的对比冲击，在意义上也达到一石多鸟

的效果。文化何以生存和发展？又如何产生新

的意义？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的答案正是对话

的机制。洛特曼认为，文化固有的、缺之不可的

基本生存条件即至少要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

语言，他也将此作为文化“意义再生机制”的基

础。[3]洛特曼提出的对话机制，不仅是“我与我

之间”的，也是“我与你之间”和“我与他之间”

的。在“我———他”的模式下，信息发出者将信

息传递给另外一个人，而自己在交际行为过程

中保持不变；在“我———我”模式中，“我”将信

息传输给自己的时候，传达发生了质的改变，

“我”得以内在地重新构筑自己的个性。[4]影片

中对于“父亲”的形象塑造，以及观众对于这一

视觉符号的接受过程，正是一个“我———他”与

“我———我”的模式建构。从父亲伏案写诗的例

子，可以清楚看出代码、语境与意义之间的互

动关系。昏暗的灯光，泛黄的信纸，父亲脸上幸

福的神情，这些代码从外界进入，由外在力所

推动，虽然只具有形式意义，却积极地促成了

新意义的生成。也正是这些补充代码，使得父

亲的心境充满了矛盾。作为科学家，父亲应该

完成肩负的国家使命，但对于家人，父亲又觉

得有所亏欠。父亲写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我———我”对话的过程，而观众对于父亲这一

形象的接受，则为“我———他”与“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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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这种艺术手法的表现不是为了清晰地传

达一种思想，而是给对话创造空间，虽然影片

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展现的是人类永恒的

进取精神。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观众、过去与

现在的对话中，这种思想的力量呈现出独特的

艺术魅力，提升了影片的社会价值，激发了观

众的情感。

实际上，人物的矛盾性与对话性在电影创

作中，也常常以时间的方式出现，也就是推迟

人物的正式出场时间，让其首先出现在旁人的

视野之中，从而引发观众的期待和想象，与之

形成对话，使意义得以衍生。[5]在这部影片中，

导演有时故意对人物影像进行模糊化和虚化

处理，延迟人物的正面出场时间。在影片第三

部分《鸭先知》中，作为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

子”、拍出来那个年代第一条电视广告的“赵平

洋”，并没有直接露出正脸，而是通过其儿子

“冬冬”之口，将赵平洋敢于探索和尝试新事物

的形象带到观众面前。这种延迟化的处理手

法，比直接、正面呈现人物影像更有效果。在冬

冬的作文中，反复提到赵平洋，但并不及时给

出相应的人物影像，这个有意拖延的过程，引

起期待，制造悬念，引导观众的想象与影像符

号本身携带的意义形成对照或补充，因此这个

拖延的过程实际上也参与了对最终出现的影

像符号的意义编码。[6]在经过反复铺垫后，赵平

洋才被作为视觉符号呈现在观众面前。

当然，时间的对话又往往是与空间相交融

的。影片对赵平洋影像的意义编码也不可能停

留在时间上。导演让冬冬口中聪明智慧、深谙

生财之道的大企业家爸爸，在现实中扮演了一

个失败的推销员形象，连一瓶酒都卖不出去。

生意场上失意的赵平洋与“儿子”眼里自己的

成功人士形象形成对照，而又与故事即将结束

时“参桂养荣酒”广告家喻户晓再次形成呼应，

在反复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使得赵平洋的人

物形象立体而又栩栩如生，观众也因此不断感

知人物的丰富意义。不难看出，新时代的主旋

律电影改变了以往刻板的人物塑造方式，更多

从个人视角切入，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主人公，

并不是仅仅为了说教而树立的模范典型，而可

能是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人物形象

可以不够完美，甚至缺点甚多，但总是呈现出

积极向上的状态。影片能够做到从个人影射集

体，从而强调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在国家发

展中的作用，也正如黄执中导演所说：“超级英

雄不能鼓舞人，人才能鼓舞人。”

（二）实物影像的运用

物的影像在电影中随处可见，既包括山川

湖海、星辰日月等自然事物，也包括建筑、物件

等人工制品。就其指涉意义而言，实物影像既

可以是电影中的背景、陪衬，也可以是影片发

展的线索，甚至可以是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

出现在电影文本中的物像符号，以各种方式或

多或少地参与了电影的表意。[7]以 2019年上映

的另一部主旋律电影《中国机长》为例，该片包

含了大量的实物影像，这些影像出现在特定的

时间、地点，对电影的意义生成起着重要作用。

在影片中，天空中的云团作为一个固定的

实物影像反复出现，这一符号的意义指涉与电

影文本中的其他文化文本形成了互文，也将影

片推向高潮。对这一符号进行解码，就需要对

电影所涉及的时间、社会、历史事件有所了解，

即对前文本的充分把握。2018年 5月 14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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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航空 3U8633次航班在执行重庆飞拉萨的飞

行任务中，驾驶舱的前风挡玻璃突然爆裂，飞

机不得不备降成都。了解了这一背景，才能充

分体会云团这一物像符号出现时所暗含的紧

迫感，飞机一旦进入云团就会被撕成碎片，机

长不得不驾驶飞机在云外盘旋，寻找合适的返

航时机。前路一片黑暗，飞机与地面控制台失

去联系，此时影片也到达高潮，全机组人员和

乘客生死未卜，生还的唯一希望被寄托在了机

长身上。当紧迫感被无限放大到临界点时，观

众的期待值也被拉满，飞机到底能不能顺利穿

过云团？机上 128名人员能否顺利回家？最终，

机长们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不懈努力，创造了世

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影片中这种特定实物影像

下“危机营救”的叙事模式，遵守了戏剧创作中

“三一律”的原则，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

在同一个场景，且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此外，

影片中各种实物影像的反复出现，如乌黑的云

团、脱落的氧气面罩等，使得全片氛围紧密环

绕在“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设计悬念上。

影片中另一物像符号蛋糕的创设也极具

意义张力。机长出发前，影片交代了当日是机

长女儿的生日，在电影外文本中，蛋糕是文化

习俗中幸福团圆的象征符号，在电影文本中，

蛋糕承载的是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和爱。影片末

尾，一年后的同一天，机组人员聚会时，机长又

拿来了一个蛋糕，一是为女儿庆生，二是为了

纪念与曾经共同出生入死的同事们的革命情

谊。电影文本选择了一个意义固化的物像符

号，并对其意义进行了重置，有意造成了观众

既有的文化经验和观影感受之间的落差，引起

了观众更强烈的情感波动。

与此同时，机长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一个思

想与艺术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片中与机长有

关的影像作为视觉符号，同时也可以是诗性符

号和知识性符号，视觉美感与诗意和科学性的

结合，这正是影视创作中的重要艺术特色。因

此，当我们看到《中国机长》中将机长塑造成一

个伟大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影片对

其平凡一面的展示，作为一名父亲，他会在出

发前亲吻女儿的额头，也会在上班时期待着工

作顺利、能早早下班陪女儿过生日，这些细节

刻画并未降低影片的艺术性，反而增强了其感

染力和平民性，形成一种雅俗共赏。

三、过去与现在：电影叙述的时空性结构

（一）电影文本中的时间性描述

时空艺术在影片中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

的塑造上，更运用于整部影片的叙述构造之

中。电影作为一种时空性媒介，常常在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中展开叙述。早在 1911 年，乔

托·卡奴杜就在电影理论史的开篇之作《第六

艺术的诞生》（后改名为《第七艺术的诞生》）中

提出：电影是综合三种时间艺术（诗歌、音乐、

舞蹈）和三种空间艺术（绘画、建筑、雕塑）的时

空艺术。电影文本中的叙述时序（order）指“对

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

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8]但

往往，电影导演在构思和拍摄时无法一一对照

事情发展的时间线来安排情节，这就产生了

“时序倒错”（anachrony）。电影中最常见的时序

倒错分为“倒叙”（analepsis）和“预叙”（prolep-

sis），倒叙叙述位于叙述时间之前的事件，而预

叙叙述的是位于叙述时间之后的事件。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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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父辈》第四篇《少年行》中，导演采用了

内预叙的叙述方式，让一个机器人从 2050年

回到了 2021年，与主人公“小小”上演了一段

温情故事。影片最后，观众才发现这个机器人

正是长大后的小小亲手制造出来的。这一伏笔

把一个孩子对父爱的渴望表达到了极致，以至

于在自己成年后仍然念念不忘，不惜让时光倒

流，追忆那段生活。这种爱是双向的，不仅让孩

子得到了依靠，也让机器人父亲有了笑容，让

机器拥有“温度”，这就是情感的力量。[9]

除了内预叙，《我和我的父辈》在叙述方式

上还出现了共时形态。因为电影的放映时间是

可以准确计量的，因此电影文本的时长分析更

有可操作性。电影可以相当自由地处置时间，

由于实际干预，影片中的时间可以被认作为一

个点（结局、高潮、开头、失望等）。如不是为了

实用指称，电影中的时间还可以是一种连续性

或流动的当下。[10] 这就要求叙述者对电影时间

必须有着精准的认识和把握。戈德罗和若斯特

总结了电影中的四种共时性形态，即：多个同

时性运动同在一个场景中，通过全景景别或景

深效果等形式显示；多个同时性运动同在一个

画面中，通过叠印、银幕分割等形式显示；多个

同时性运动相继显示，通过字幕说明、画外音

说明、相同事物说明等形式显示；多个同时性

运动通过交替蒙太奇形式显示。[11]《我和我的父

辈》之《乘风》篇，导演就通过蒙太奇将电影符

号进行组合，完成了电影影像中的时间性叙述

结构。

一般来说，蒙太奇是一种“组合与安排”的

艺术。影片中大量、快速的镜头切换，在叙述中

营造了急迫和紧张感，不仅能把故事推向高

潮，观众的情绪也可以得到最大化调动。导演

在运用此类蒙太奇时，常常会缩短甚至取消人

物对白，只留下各类场景的剪切与拼接，从而

突出想要表现的内容。《乘风》中最精彩的一段

蒙太奇即马乘风面对日军围剿时的场景，镜头

来回切换，一边是乘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身

影，一边是马仁兴迫切渴望看到儿子出现在芦

苇荡的神情，一边是大春子在撤离的船上，开

始分娩。通过影像的切换和连接，将观众的情

感同影片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视觉

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在爱森斯坦看来，在蒙

太奇中影像的组合原则不应受限于叙述逻辑，

把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镜头组合起来，反而可

能出现深层次的逻辑秩序，如隐喻和象征，这

种“隐喻式蒙太奇”常常可以产生一种 1+1>2

的效果。在《乘风》片尾，马仁兴与大春子相遇

了，当马仁兴问起当年在船上出生的那个孩子

的姓名时，大春子答道：“乘风”。此时，“乘风”

这个名字作为一个联结点，完成了对之前影像

符号的承接。在马乘风中枪落马的同时，另一

边的船上，小乘风呱呱坠地，生命的结束换来

了生命的开始，而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感，也在

一代代人中传承。

这种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在《中国机长》中

也有体现。影片将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多

条情节线索迅速而频繁地交替剪接在一起，这

种剪辑手法使观众获取的信息远多于片中人

物传递出的内容。当飞机遭遇强气流，前风挡

玻璃破裂，副机长被吸出窗外时，由于无法和

地面取得联系，塔台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已经

如此紧迫。飞机在高空遇险作为一条主线索，

其发展影响着另一条线索，即塔台工作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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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指示，这两条线索相互依存，最终汇合

在一起，营造了紧张激烈的氛围，也加强了矛

盾冲突的尖锐性。观众一边担忧机组人员的安

危，一边又因救援工作无法及时展开而感到焦

虑和无奈，观影情绪就这样在快速切换的镜头

中被充分调动。

（二）电影文本中的空间性转换

莫里斯·席勒指出：“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

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

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12]一部电影想要完成叙

事，除了对时间的精准把握，还需要在空间中

进行故事建构。反之，空间又帮助处理电影中

海量的叙事信息，使得电影在时间逻辑秩序的

引导下，达到时空的永恒。一般来说，众多电影

艺术家对空间叙事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两个特

点：一是设定空间以增强电影叙事中外在的形

式和内在信息的表现力度，拓宽电影叙事中的

情节进程和叙事价值；二是增强电影叙事的符

号指代功能和文化意蕴。[13] 影片中多个电影空

间的设定使叙事得以流畅展开，既引起了情节

变动，又调节了人物关系。

整体来看，《我的我的父辈》着眼于家庭代

际关系，影片四个单元呈现出不同的场景，以

搭建起一个个空间段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

景和主人公的宿命轨迹。影片导演在历时的时

间线上截取了不同时间段的人物和事件，但均

指向性地服务了同一个主题，即一代代人之间

的精神传承与情感价值的碰撞。影片中，故事

空间随时间变化，取景地分别为：张家口赤城；

位于呼和浩特戈壁滩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

六研究院；上海弄堂；深圳福田区红岭实验小

学，这四个空间坐标串联起了中国从风雨飘

摇、积贫积弱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宏阔历

史进程。电影叙述中的空间打破了时间的线性

制约，将电影叙事置于一个看似无形却有形的

序列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影片中特定场域

背后所处的空间，正是影片社会属性的体现。

《我和我的父辈》通过空间的拼接，力图展现的

情感即为现代中国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就在于

各个时期坚守初心的父辈们，而父辈又是不断

迭代的，精神可以无限传承，就是在这样后浪

推前浪的进程中，得以与世界接轨，实现民族

的复兴。

洛特曼提出了空间的模拟机制，即文本具

有模拟功能，它可以在二维的和有限的空间中

表现出多维和无限的现实世界。而洛特曼有关

文本空间模拟机制的核心体现在艺术文本可

以用空间关系来表达非空间内容的“世界图

景”。[14]从空间叙事类型来看，《我和我的父辈》

也完成了从地域呈现，到文化生成，再到社会

审美思潮的跨越。加里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

空间理论》一文中把空间类型分为地志空间、

时空体空间以及文本空间。地志空间指的是作

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即事件或行为

的空间结构，文本空间是符号文本的空间结

构。[15] 影片分别取景于西部戈壁滩和东部繁华

都市，从地域空间来看，西部自然风光壮美，东

部高楼林立；在社会空间上，西部地处偏远，发

展相对落后，而东部则充满现代化和科技感。

文化方面，西部历史积淀深厚，农耕、游牧、宗

教等文化在此交融，东部则主要依托港口，发

展对外贸易。一东一西的对比，形成了独特的

叙事空间类型，使观众在完成时间穿越的同

时，也在相异时间的区域空间中感受到故事发

113



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022·02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1] 谢明琪《对话与狂欢：巴赫金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纳
博科夫创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
年，第 2页。

[2] 张艺《“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情感”的再现与认知———
从洛特曼电影符号学视角走进桑塔格导演电影〈应
许之地〉》[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30期。

[3][4][14]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
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 105页，第 128页，第 63页。

[5][6][7][8][11]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M]，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55页，第 56页，
第 59页，第 172页，第 174页。

[9]陆绍阳《记忆、情感与家国叙事———〈我和我的父辈〉
的情感表达》[J]，《当代电影》，2021年第 11期。

[10][意]约翰奈斯·艾赫拉特《电影符号学：皮尔斯与电
影美学》[M]，文一茗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3页。

[12][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滏译，北
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 173页。

[13]吉平《中国西部电影空间叙事研究》[D]，西北大学
博士论文，2019年，第 35页。

[15]Zoran G.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 1984, 5(2):309-335.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尹树凤]

展的更多可能性。而《中国机长》在空间叙事上

所呈现出的特征主要在于空间事件和空间场

景的建构，在影片中，“飞机”这一人为制造的

空间承载了“救援”的进行，以此还原事件发生

的真实场景。飞机失控与塔台无法展开救援的

矛盾需要一个呈现的空间，此时场景的变换推

动事件发展，通过飞机上机长和乘客自救，与

地面上工作部署场景的不断转换，观众的参与

感和紧张感被充分调动。同时，为了最大程度

还原该营救事件，剧组 90%的拍摄场景都是在

飞机内，这种虚拟空间的设置，充分满足了影

片叙事的需要。

四、结语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不在于告诉了观众

什么，而在于引发观众的思考，提高大众的素

养和欣赏水平。从近期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

《我和我的父辈》和《中国机长》中可见一斑，新

时代主旋律电影上映后之所以好评如潮，除了

紧凑精彩的故事情节外，更重要的是影片跳出

了一般故事片中的日常性描述，不同于以往主

旋律电影的宏大叙事，影片的视点不再只落于

英雄伟人等身份，而是着眼于平凡。此外，电影

着重安排和设计电影文本中的时间性和空间

性，以传达出无限和开放的意义。影片导演大

量巧妙运用各种视觉符号，其携带的意义被观

众接受和感知，形成了观众与导演、观众与影

片人物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式的观影体验，为

影片的解读和观众的审美提供了可阐释空间，

能够促使观众的思维意识冲破束缚，在想象中

达成影片的意义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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